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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行理论———西方归化和异化在中国的传播

尹 衍 桐
(中国石油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摘要:以赛义德的旅行理论为依据,考察归化和异化在中国的旅程颇具意义。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西方的归化和异化理论进入中国以来,遭到的抵制极少,几乎被全盘接受,加入并推进

了国内的直译和意译之争,但是也遭到了极大的改造,被简化为技术转换和具体的方法,广泛应

用于各种翻译,原本提倡异化的唯一选择变成了辩证调和的选择,原本因与伦理和政治等关联

而体现出的叛逆色彩消失殆尽。 改造的原因主要在于国内固有的思维惯性和定势,包括整体性

模糊直觉思维、二元对立与中和思维、去语境化思维等。 同时体现了它们在新的接纳条件下不

得不被同化、被驯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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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一、引言

归化和异化之争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翻

译研究最显著的现象。 这一理论发轫于西方译界,
进入中国后迅速地被接纳和改造,其过程深刻而典

型地反映了中国接受西方译论乃至西方文化的过

程、现象和深层原因。 赛义德(Edward Said)的旅行

理论为我们考察这一过程提供了科学的参照。 赛义

德以形象的比喻提出观念和理论“从人到人,从情

境到情境,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冶的旅行,并描

述了旅行的四个阶段: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于

起点的使观念得以生成或进入话语的初始环境;其
次,有一段穿行的距离,一条穿越各种语境压力的通

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一个时空点,
获得新的突显位置;再次,有一些条件,可以称之为

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条件之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的

抵制条件,这些条件使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

多么异样,也能被引入并容忍;最后,完全(或部分)
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的时间和空间

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改造。[1]227

下文中笔者试图按照这四个阶段分析归化和异

化在中国的传播,考察该理论在这一旅程中的具体

经历,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自身的改变及深层原因,
探讨其从西方的语境来到中国后是获得还是失去了

力量。
二、起点:从施莱尔马赫到韦努蒂

按照目前普遍接受的看法,归化和异化思想的

源头可上溯到德国的施莱尔马赫 (1768—1834)。
他于 1813 年在柏林所作的《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
演讲中提出翻译的路径只有两种:译者要么尽可能

让作者安居不动而把读者引向作者,要么尽可能让

读者安居不动而把作者引向读者。[2]

施莱尔马赫在解释学框架中理解翻译。 针对

“天才冶文本,即艺术和哲学的翻译困难,他提出译

者要凭借自己对原文写作时的语言知识,把自己从

原作那里所接受的同样的意象和快乐传达给读者,
把读者带到译者自己所处的位置,使作者和读者相

会。 他继承了德国自路德以来认为翻译与民族语言

发展和民族身份紧密相连的传统,顺应德国当时因

“抵抗法国冶而反对“法式翻译冶的思潮,认为第一种

翻译是真正可靠的翻译,因为它可以实现翻译的历

史的总目标:通过与异域语言文化的广泛接触发展

壮大德国的语言,发展和保存德语语言中的精华,把



异域的科学和艺术珍宝统一于自己的语言,形成历

史的总体,保存在作为欧洲中心的德国。 施莱尔马

赫要发展一种译语语言,认为第二种方法———“翻
译就像原作者用译入语写作冶———不仅是不可达到

的,而且自身也是无效的,适用性非常有限,几乎

为零。[2]41鄄63

施莱 尔 马 赫 之 后, 法 国 的 贝 尔 曼 ( Antoine
Berman)把翻译方法与伦理联系起来。 他认为翻译

行为的伦理目标是:接纳作为“异冶的“异冶。[3] 他质

疑把原文同化为译入语语言和文化而导致原文“变
形冶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列出了 12 种导致原文

“变形冶的倾向,其结果都是生产一个比原文更“清
晰冶、更“优美冶、更“纯冶的文本,都为了意义而破坏

了文字。 贝尔曼因而提倡“直译冶,意思是“依附于

原作的文字冶。 这种翻译,一方面还原作品的表意

过程,另一方面,改变翻译语言。 贝尔曼认为后一方

面是翻译的构成性作用。
美籍意大利学者韦努蒂(Lawrence Venuti)把施

莱尔马赫的两种方法命名为归化和异化。 针对英美

国家“通顺流畅冶的透明翻译中所隐含的暴力以及

由此造成的译者的隐身,他认为贝尔曼的伦理策略

不能提供解决的方法,而必须从政治的角度使用施

莱尔马赫的翻译方法。 他提倡异化的翻译,即通过

瓦解目标语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准则,标举外国文

本的差异性。 他指出,异化翻译寻求抑制翻译中我

族中心主义的暴力,在当今是非常可取的,一种对当

今世界事务的战略性的文化介入,反对英语国家霸

权、不平等的文化交流,可以看作一种抵抗,抵抗我

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和帝国主义,有利

于民主的地缘政治关系。[4]

施莱尔马赫、贝尔曼和韦努蒂都反对归化,提倡

异化,他们各自的背景和使用目的既有共性,又有着

明显的差别。 施氏立足于解释的艺术,带有乌托邦

的理想色彩,但其目的又与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和民

族对抗的现实不可分割;贝尔曼侧重翻译行为伦理,
其主张被道格拉斯·鲁宾逊(Douglas Robinson) 称

作“温和的直译冶 [5],两者都突出翻译发展译入语语

言的作用;韦努蒂则极力突出翻译的政治,其主张带

有强烈的暴力反抗色彩。
三、归化和异化在中国的旅行

(一) 旅行在中国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西方的归化和异化进入中

国主要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随着韦努蒂翻译

理论的引介而进入。 事实上,西方的阐释学思想,包
括施莱尔马赫的阐释学思想,进入中国都要远早于

韦努蒂理论进入中国的时间。 例如,钱钟书于 1964
年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即借鉴了施莱尔马赫的

翻译思想分析翻译的两条路径:“就文体或风格而

论,也许会有希莱尔马柯区分的两种翻译法,譬如

说,一种尽量欧化,尽可能让外国作家安居不动,而
引导我国读者走向他们那里去,另一种尽量汉化,尽
可能让我国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外国作家走向咱

们这儿来。冶 [6] 谭载喜在 1991 年出版的《西方翻译

简史》中也介绍了施莱尔马赫关于翻译的两种途

径。[7]可见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思想早已引入中

国。 虽然如此,国内归化和异化论的热潮和施莱尔

马赫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国内译界在运用这对范

畴时不仅极少追溯到施莱尔马赫,也较少运用阐释

学的理论。 本世纪初,国内连续出现了研究施莱尔

马赫翻译思想的论文,如王雪、胡叶涵[8],王雪、胡
叶涵、谷婷婷[9],王雪、王立松、李旭[10],韩宁[11],陈
早[12]等。 这些研究涉及到施莱尔马赫翻译思想的

哲学渊源、文化背景、翻译思想及其对西方译论的影

响等,但从时间上已然落后于国内归化和异化论的

热潮,其成果也鲜见应用于分析国内的归化和异化。
不过,国内学者在引用归化和异化这对范畴时,一般

都会连同韦努蒂对施莱尔马赫的引用一起照搬。 考

虑到韦努蒂和施莱尔马赫的渊源,以及国内归化和

异化论的实际情形,韦努蒂充当的角色,可以看作施

莱尔马赫翻译方法旅行到中国的途经之地,严格说

来,则可以看作归化和异化论进入中国旅行的真正

起点。
归化和异化思想进入中国既是偶然的,又有其

必然性。 偶然性是指它可能是中国的学者与之偶然

相遇,并把它介绍给中国学界;必然性则是指它的进

入迎合了当时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学术环境

和社会文化环境。 目前所见国内文献中,郭建中在

1998 年发表在《外国语》的题为《翻译中的文化因

素:异化和归化》 [13]一文,可以看作国内归化和异化

热的一篇种子论文。 首先,该文参考西方译论,可以

显示中国对西方这一范畴的解读和使用的发端。 该

文引用了韦努蒂以及施莱尔马赫等人的文献,并参

照西方翻译史的翻译事实和现象解释归化和异化的

使用情况以及在翻译史上的趋势。 其次,该文对归

化和异化各自的理由进行了全面的概括,为后来国

内归化和异化论者定下了基调。 分析其后国内有关

归化和异化论的研究文献,几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无论是支持归化还是异化,其观点和理由都无出

这篇文献中所做的总结。 再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以杨宪益、戴乃迭和霍克斯的《红楼梦》翻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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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归化和异化各自的特点和长处,成为其后国

内以归化和异化策略进行翻译批评的模板。 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该论文中所参考的文献是韦努蒂

1991 年的文献,并不包含后来韦努蒂全面阐释归化

和异化策略的《译者的隐形》等文献,使用的英文术

语是 alienation 和 adaptation。 之后,郭建中在 1999
年出版的《当代美国翻译理论》 [14]以及 2000 年发表

在《中国翻译》杂志上的《韦努蒂及其解构主义的翻

译策略》 [15]中,详细介绍了韦努蒂的翻译思想。 其

他较早使用归化和异化术语的作者还有:谭慧娟于

1999 年在《中国翻译》杂志发表《从文化差异与渗透

看翻译的异化和归化》一文;陈丽莉于 1999 年在

《中国科技翻译》杂志发表《翻译的归化和异化》一
文;孙致礼也在 1999 年的教材和之后的论文中使用

这对术语。 至此,归化和异化范畴进入并开始了在

中国旅行的第一阶段。
归化和异化范畴进入中国之后迅速被接纳,引

发了一场有关翻译方法的大讨论,并把国内的直译

和意译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它们被拿来取代

了直译和意译,并广泛应用于翻译评价,不仅《红楼

梦》《飘》《浮生六记》等众多名作名译被套用了这对

范畴进行评价,政治文献、商业品牌、广告、电影、新
闻、旅游、民俗文化、文化词语、成语谚语、人名地名

等翻译也出现了围绕此范畴的讨论文章。 同时,国
内对归化和异化的含义以及两者孰是孰非展开了矛

与盾的交锋[16],主要的焦点围绕:归化和异化是否

等同于直译和意译;翻译中应该坚持归化还是异化。
也有学者拿异化、归化和国内的归化、洋化范畴进行

比较。 譬如,有学者如崔永禄[17]、王东风[18] 等认

为,鲁迅的 “洋气冶 和韦努蒂的异化基本上是一

回事。
在这场论争中,西方译论的大量涌入、原版译论

的直接引介,譬如根茨勒(Edwin Gentzler)的《当代

翻译理论》(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贝克

(Mona Baker)主持编辑的《翻译大百科》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1998)、沙特沃斯

和考伊(Shuttleworth M. & Moira Cowie)主编的《翻
译 研 究 词 典 》 ( Dictionary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97)、韦努蒂本人的翻译理论著作,以及西方学者

关于韦努蒂翻译思想的批评等,都加剧了归化和异

化范畴在中国的传播,加深了国内对这对术语的理

解,从而促进了它们传播的第三阶段:正本清源。 早

在国内的论争开始不久,即有学者意识到国内对待

西方译论存在的问题。 林克难在 2001 年发表的《为
翻译术语正名》一文中指出归化和异化在国内的

“同化冶现象。[19]此后,他在 2003 年发表的《外国翻

译理论之适用性研究》 [20]一文、葛校琴在 2002 年发

表的《当前归化 /异化策略讨论的后殖民视阈》 [21]

一文,都批评了国内忽视韦努蒂归化和异化论提出

的后殖民语境。 贺显斌于 2008 年在《外语教学》发
文,指出了韦努蒂翻译理论在中国的误读。[22] 杨红

梅则认为,韦努蒂异化翻译理论的误读实际上是在

中国传播过程中的“异化冶的本土化,呈现了“变异冶
的本土色彩。[23]

在一些学者批评国内译界“误读冶“异化冶“本土

化冶韦努蒂翻译思想的同时,韦努蒂翻译思想也得

到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借助于论文、专著、硕士博

士学位论文,以及韦努蒂著作的中文翻译,全面介

绍、分析和揭示了韦努蒂翻译思想的方方面面,反思

早期引入归化和异化论者的认识误区。 蒋骁华和张

景华于 2007 年发表《重新解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

论———兼与郭建中教授商榷》,提出韦努蒂异化翻

译理论的七种内涵,并反对把韦努蒂的翻译理论看

作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将其定位于翻译的文化研

究派。[24] 郭建中也于 2008 年发表了《韦努蒂访谈

录》 [25],2009 年又发表了《异化与归化:道德态度与

话语策略———韦努蒂 掖译者的隐形业 第二版评

述》 [26],介绍了韦努蒂本人对归化和异化翻译的修

正,以及针对译论界对他的误读和批评进行的澄清

和反驳。
(二) 中国接纳归化和异化理论的历史条件

归化和异化进入中国后,中国当时的翻译研究

现状及学术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为早期接纳归化和

异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迅

速发展和思想的解放,中国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高

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短短的十几年内,西方各种

理论思潮涌入中国,呈现出百花齐放的人文学术盛

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研究也迅速发展,中国译

界一方面沿着“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冶的体系

梳理丰富的传统译论,一方面引进了西方系统、科学

的语言学翻译理论,特别是奈达的动态对等理论更

是在中国盛极一时。 在中西译论的碰撞和融合中,
有关翻译方法“归化和洋化冶的争论即是翻译争论

的一个热门焦点。 刘英凯于 1987 年发表《归化———
翻译的歧路》一文,批评归化翻译的种种弊端及其

表现,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达到高潮。 这场争论,实
质上还是直译和意译之争,焦点主要落在语言层次

上。 譬如,刘英凯认为:“‘归化爷的翻译,归根结蒂,
是意译的极端。 而移植法再现原文的‘洋气爷,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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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程度的直译。冶 [27]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中国传统译论的狭隘

和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局限性突显出来。 由于一直专

注于讨论语言层面上如何做到“忠实 /对等冶、直译

还是意译、语义对等还是形式对等等技术问题,翻译

研究并没有取得重大突破,进入了一个相对的“理
论沉寂期冶 [19]。 面对“翻译研究何去何从冶的困境,
国内译界一方面开始反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一

方面将目光转向西方译论中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后期的功能主义、比较文学和文化翻译理论。 这些

理论对语言学翻译理论发出的挑战使国内译界认识

到了语言学翻译理论的局限,译文为中心、目的

(Skopos)、描写、摆布(manipulation)、解构、规范、话
语权利、翻译与政治、意识形态等译学话语也令国内

学者们大开眼界。 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理论就是随

着这股文化翻译热进入中国,并与国内的“直译和

意译冶“归化和洋化冶相汇合。
(三) 抵制

归化和异化范畴进入中国后,呈现出一种被全

盘接受的态势。 虽然有学者清醒地指出国内对这两

个术语的“误读冶 “同化冶等问题,但是,这些批评将

矛头对准的是国内译界而不是韦努蒂。 与韦努蒂的

异化理论在欧美译论界遭到各种批评不同,国内反

对和批评的声音则很小,仅有的批评和反对,也往往

是借鉴或受到欧美学者的影响。 例如,刘泽权和张

丽在《异化之异化:韦努蒂理论再批评》一文中详细

介绍了西方学者对韦努蒂翻译理论的批评,并借此

指出:异化翻译不仅不能抵制我族中心主义和促进

民主地缘政治,反而会培养目的语读者的优越感,不
利于反对自我文化欣赏;在反对文化霸权主义上要

么适得其反,要么过犹不及;翻译不可能完全成为政

治,还有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好的译文必然出自

多种策略和方法适度作用的结果等等。[28]

直接对韦努蒂进行批评的是马会娟的 《对

Lawrence Venuti 异化翻译理论的再思考》 [29] 一文。
马会娟不仅指出了韦努蒂的异化理论存在的问

题,也指出韦努蒂所提倡的异化翻译可能给中国

翻译界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给那些翻译水平不

高的人从理论上找到借口,打着名正言顺的异化

翻译的旗帜制作大量的不“流畅冶的劣质翻译作

品。 马会娟的批评明显受到西方批评者的影响,
文中的一些观点也直接引自西方学者,如鲁宾逊

(Douglas Robinson) 和赫曼斯 ( Theo Hermans) 等

等。 这些批评淹没在归化和异化论的狂热中,其
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四) 改造

虽然韦努蒂的归化和异化论在中国遭到极少的

抵抗,但国内在使用时也对其进行了极大程度的改

造,“其概念、内涵及应用等方面均被纳入中国国

籍、发生了变异冶,“这场由韦努蒂异化理论重新引

发的归化 /异化之争就更具有中国本土色彩,带有鲜

明的中国特色。冶 [23]

归化和异化改造的最直接表现是被简化成了翻

译的技术转换和具体的操作方法,既包括语言层面,
也包括文化层面。 例如,郭建中强调语言和文化是

不可分割的,要求译者“在进行语言操作的时候要

有深刻的文化意识冶 [13]。 孙致礼以“纯语言层面冶
和“文化层面冶界定了归化和异化的“适度冶原则,指
出“归化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爷,在‘文化层面爷
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冶 [30]。 蔡平也认为归

化和异化包含语言形式和文化内容两个层面,但这

两个层面统一于“归化冶的使用中。[31] 同样的论述

反复出现在国内的归化和异化论中。 与西方学者把

翻译看作一种行为不同,国内的这些讨论都基于翻

译作为一种技术转换过程的概念前提。
由于在上述两个层面都存在分歧,因而出现了

以源语语言文化为归宿和以目的语语言文化为归宿

的对立。 在语言层面上表现为追求译入语语言规范

还是保留源语语言规范以丰富目的语,在文化层面

上则表现为如何处理文化差异的原则和方法。
必须注意的是,与西方译论相比,中国翻译界所

使用的“文化冶概念,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被缩

小,文化被限定为文本中的文化因素,比如文化词、
文化意象、谚语等。 西方理论中所包含的翻译与社

会、政治、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策略、权力关系等因素

在国内的归化和异化论中极少涉及。 这种狭隘的文

化概念和文化翻译观也导致了单纯的归化和异化

论。 无论是施莱尔马赫的民族意识、贝尔曼的伦理

策略,还是韦努蒂理论中的暴力、抵抗、不平等、民族

中心主义、精英主义等文化政治色彩以及“以暴制

暴冶的激进倾向都已经不留任何痕迹。 与韦努蒂坚

持极端的异化翻译、抵抗式翻译对抗英美国家的归

化翻译不同,国内提倡归化和异化翻译的目的在于

文化交流,消除文化隔阂和冲突。 至于何种策略能

够达到这一目的,则见仁见智。 因此,在对待归化和

异化孰是孰非及其应用方面出现了更加辩证、调和

的主张。 例如,郭建中指出,从作者的意图、文本的

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这四个可变因素来

考虑,归化和异化均有其存在和应用的价值。 他认

为:在实际翻译过程中,不可能永远只遵循一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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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采用一种方法。 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

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 甚至没有必要再进行

“归化冶和“异化冶的优劣高下之争,就像没有必要再

进行“直译和意译冶之争一样。[13] 主张异化为主的

孙致礼也承认,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冶 “归化为

辅冶。[32]“目前,国内译界似乎达成了共识,即归化

和异化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两者在

互为补充关系的前提下有关孰主孰次、大势所趋的

问题。冶 [23]

(五) 改造的原因

对于归化和异化在中国的改造和变异,国内一

些学者指出了其中的“误读冶“误释冶,也有学者批评

“套用术语冶等急功近利的做法,甚至认为反映了中

国译界“对西方译论的膜拜,有急于与国际译论接

轨的诉求,内在的焦虑冶等现象。 这些现象无疑都

是存在的,但是单纯以这些现象来解释已经不能令

人满意。
一位严肃对待批评观念的批评家永远不能止于

简单地说,解释是误解或者借用不可避免地涉及误

读。 正相反,在笔者看来,完全可以把误读(当误读

发生时)看作观念或理论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

的历史转移。[1]236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2005 年笔者试图用“存在

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冶这条阐释学原则解

释归化和异化在中国的改造。[33] 我们需要进一步追

问,中国历史语境的哪些意识“先结构冶决定和促成

了归化、异化的新阐释和新用法的形成? 反之,我们

是否也可以把这种改造看作理论或观念对新的接纳

环境和接纳条件的屈就?
毫无疑问,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在其中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些思维方式作用于中国翻译,
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和定势。 对国内有关直

译 /意译、归化 /洋化、归化 /异化的众多定义进行互

文性分析即可发现,以下几种思维方式构成了国内

接受归化和异化的“先结构冶:
其一,中国文化中的整体性模糊思维和直觉思

维。 这种思维方式往往通过印象式、直觉经验把握

事物。 在中国古典文论中表现为缺乏系统性,术语

朦胧、模糊、含混等特点,扎根于中国古典文论的中

国译论也体现出这种特点。 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往往

不对所使用的术语和概念作词源性和历史性分析,
也不会一步一步地对其含义作系统的深入解释。 一

些学者批评的中国译论“缺乏范式建构意识冶“缺乏

纯理论研究冶 “欠缺严密的理论体系冶 “描写性成果

不多冶等问题,都与此不无关系。 国内一些学者在

定义归化和异化时沿袭这种方式,譬如没有追溯到

韦努蒂所指施莱尔马赫的源头和贝尔曼的演绎去弄

清其原始意义及其演变过程,也没有结合这些理论

所依赖的阐释学、解构主义等理论。 此外,在有关直

译 /意译、归化 /洋化、归化 /异化的定义和阐释中,反
复出现诸如“一般冶 “一般来说冶 “大致相当于冶 “似
乎是冶“绝大多数情况下冶等一些模棱两可或印象式

的表达方式。 这与西方学者讲究严密逻辑的分析和

思辨方式明显不同。
其二,二元对立与中和的思维模式。 在郭建中

的采访中,韦努蒂指出,把“归化翻译冶和“异化翻

译冶看成对立的概念是一种误解。 “在一定程度上,
异化翻译也是归化。 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
并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叠的。冶 [25] 国内译界不仅把直

译和意译、归化和洋化、归化和异化等看作“不是

……而是……冶或者“要么……要么……冶的对立关

系,而且在这些术语的定义中把内容和形式、语言和

文化、源语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语言文化、作者和读者

等对立起来。 这些模式导致中国译论始终专注于技

术层面的转换,把主体性问题、价值性问题、意识形

态问题都排除在翻译研究之外。 因此,韦努蒂的归

化和异化的一些含义,甚至是核心含义都被剥离,在
中国的归化和异化论里极少涉及译者主体性、伦理

道德等方面的因素。 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文化

“中和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译论中的翻译观念表

现出对立中统一的倾向,譬如,“文冶与“质冶对立和

“圆满调和冶,内容和形式以及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和

统一等。 国内译界把归化和异化看作既对立又互为

补充的关系也沿袭了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
韦努蒂在谈到自己的观点时,批评一些学者把

他的概念等同于学者们所熟悉的概念,指出自己的

概念事实上不同于纽马克、奈达或尤利亚尼豪斯的

术语概念,也不同于当初启发他形成观点的那些理

论,比如施莱尔马赫、贝尔曼等人的理论。[25] 在韦努

蒂这里,我们看到了西方典型的“生成性冶思维模

式。 按照这种思维模式,理论处于“未完成冶状态,
其形成主要依赖于语境。 施莱尔马赫面对解释的困

难以及德国“抵抗法式翻译冶的背景提出翻译的两

种路径,贝尔曼立足于翻译的伦理目的而突出“异
化-直译冶翻译,韦努蒂的理论则是在考察英美国家

的翻译现象和事实中所形成的,他专注于译者面对

某种情形“该怎么办?冶 “为什么和如何翻译?冶。 中

国译界则表现出一种“去语境化冶的思维模式,对概

念和理论倾向于“盖棺定论冶式的接受。 这种模式

虚构一种理想的翻译,假设“翻译活动是在真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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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的;文本创作也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因素干扰下

进行的;语言是透明的、工具性的(而不是主体性

的);译者也是价值中立的、公允的;意义是预先设

定的,而不是生成的;两个文化间的关系也是平等

的,等等冶 [34]。 因此,在解读中国传统译论思想时表

现出对既定概念的接受,漠视概念产生的土壤,忽视

诸如“豪杰译冶“换例译法冶等不忠、不顺的翻译现象

和事实。 在解读和应用外来译论时既没有联系术语

和概念产生的背景,也没有注意它们会因环境的改

变而改变。 因此,国内很多的归化和异化定义出现

反复雷同,也正因为如此,笔者在上文中指出,很多

观点都无出郭建中 1998 年一文中的总结。
从语境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归化和异化来到中

国后也面临不得不被同化、被驯化的情形。 在中国

国内的翻译研究环境中,意识形态、权力、抵抗、暴
力、民族中心主义等话语几乎没有进入中国翻译话

语体系。 从翻译输入或输出来讲,中国或许属于韦

努蒂所说的弱势国家,但中国的语言文化具备非常

完善的体系,一向并不自认处于弱势。 这与韦努蒂

所指英美世界的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对抗的情形有

所不同。 国内译界尚未把翻译上升到民族战略的高

度来研究,学者们预测中国翻译将越来越趋向异化,
目的是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
无关文化的不平等以及抵抗和文化霸权等因素。

四、结论

西方的归化和异化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进入

中国,遭到极少的抵抗,几乎被全盘接受。 早期受国

内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和定势的影响,被简化为翻

译技巧的转换和具体的操作方法,不仅加入了直译

和意译之争,而且被广泛应用于各类文本、各种情形

的翻译。 后期随着中西译论的深入交流,国内逐渐

对其正本清源。
根据赛义德的观点,理论在旅行到其他时间或

情境的过程中有时会失去原来的力量和叛逆性。[35]

我们发现,西方归化和异化理论来到中国,不仅含义

和用法发生了变化,而且应用范围得以扩展,而其原

本因与伦理和政治等相关而体现出的叛逆色彩,到
了中国的语境中削弱至几乎为零。 归化和异化,自
身作为翻译跨文化交际理论的一对范畴,显示了理

论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现象和变异,也促使我们思考:
该如何对待西方译论在中国的传播,如何对待理论

在跨文化中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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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ing Theory: The Dissemination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in China

YIN Yantong

(College of Art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Abstract: Edward Said 謖 s traveling theory is used to examine the travel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to China. Western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have enjoyed great popularity since they were imported into China at the end of 1990s. They have been
accepted completely and have promoted the debate of " literal vs. free" translation in China. However, although they encounter little
resistance, they have undergone great transformation,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reduction to technical transference, change of " not…
but…" category into " either… or…" or " both" category, loss of original ethical and political rebelliousness. Among the various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ir transform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stereotyped thinking mode in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including
holistic and intuitive thinking, binary opposition and mean thought, and decontextualized way of thinking. This also demonstrates their
assimilation and acclimatization under the new accepting conditions.
Key words: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traveling theory; dissemination;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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